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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历程中，丁石孙不仅在数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为卓越的数学

家，而且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能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更多的才智。在许

多年轻人眼里，丁石孙可谓“功成名就”，是成功人生的典范。人们很想知道，他

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什么?现在又怎么看?

丁石孙却说自己少年时代并没有什么理想。他念数学是非常偶然的。他考大

学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条件很差，大家都是哪个专业毕业后能赚更多的钱就报考

哪个专业。当时电机系的录取分数最高，因为上海的电力公司是外国人办的。他

考取了电机系。但是，念工科要画图，教师不仅要求图画得准确，而且要求干净

整洁，这样才给高分。他虽然每次都画得准确，原理也很清楚，但是就是做不到

清楚整洁，所以每次只能得 60分。一年下来，他想自己完了，还有三年可怎么

过?于是要求转到数学系。虽然学了数学，但根本没有想过以后会成为一名数学

家。

大学三年级时，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丁石孙牺牲了许多读书的时间，老师苦

口婆心相劝也不起作用。他说并不是当时有很远大的革命理想，只是觉得在那样

一个不安定、不公平的社会，自己不会有前途，必须参与推动社会的改革。后来

他被特务抓起来，放出来时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于是他又重新开始报考大学，但

当时所有南方的学校都有一个“黑名单”，还是经一位老师提醒，他才报考了北方

的清华和燕京大学。当时北方是傅作义的天下，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1948年

他来到了清华。

应该说，这是丁石孙人生的一次机遇。到了清华，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数

学，才开始对数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一个人的成长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是不可分的，同时机遇也很重要。

他在北大教了 40多年的书，50岁以前没有当过干部，也没有想过要当干部。

“文革”结束后，丁石孙担任了系副主任、系主任。后来学校派人去国外进修，他

想自己一辈子除了上大学，没有任何的学习机会，所以就申请去了哈佛大学，并

辞去行政职务，准备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研究。但就在丁石孙回国前的一个月，

校党委书记来美国访问时通知他，要他当北大校长。一方面，他在北大生活了



30多年，对北大很有感情；另一方面，北大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破坏，丁石孙

觉得应该为北大的重新崛起贡献一点力量，于是他答应了。后来，他当选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在丁石孙看来，数学对培养人是很关键的。数学注重抽象思维，它可以培养

你的思想方法，调整你考虑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一个概念倘若被抽象出来，

必须扔掉其具体属性，比如“人”，只有把每个人的特殊性扬弃掉，才能考虑“人”

这个概念。因此，数学有助于你抓住最主要的矛盾，扬弃次要的琐碎的问题。另

一方面，数学注重逻辑，通常考虑两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们在处理很多事

情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也许，这种能力有的人可以从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但

接受过数学训练的人，思路会更清楚。他说：“一个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

对待数学，重要的不是公式，不是定理，而是它的方法。”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教书是输出，做研究是输入，从个人角度看，做研究可

以获得较好的社会回报。但丁石孙觉得这种说法只有一面的道理。在丁石孙看来，

教书有两点乐趣。一点就是可以使自己与年轻人始终保持接触，年轻人有各种各

样的问题，包括他学习上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自己就必须想得更深一点，更清楚一点。这除了对自己本身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之

外，还可以使自己保持一种年轻的朝气。另外，教书可以慢慢看到学生的成长。

一个人最终目的是想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研究与教学这二者之间就很难说哪

个贡献更大一点。你可以说，自己写出了多少篇论文，这当然是一种贡献。但如

果你教出了几十个学生，学生写的论文总数要比你多得多，而且有些学生做得相

当好。这也是一种贡献。当然，这种贡献，不会有人给你发奖金。

丁石孙经常出差，全国各地，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得到自己的学生。有的他早

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说，我什么时候听过你讲的课，什么时候你讲过的

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回报。况且，丁

石孙觉得自己当时选择了在学校工作，就是决定既教书，又做研究，二者可以相

互补充。写一本书，做出一个数学结果，自己很高兴，教出了很多学生，看到他

们的进步和成长，自己也很满足，很高兴。丁石孙的学生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两院

的院士。

有人说，“性格即命运”。从丁石孙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乐观、积极与平和，始终与他相伴。对此，他说：“虽然我没有那么高的哲学思

维，但我相信，性格对一个人的行为的确有很大影响。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历

史乐观主义者。从人类看，我们的后代总比我们强。从长期看，我们的日子也会

更好，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丁石孙被派去劳动，他认为劳动本身是有益的，所

以在劳动中非常认真，监督劳动的工人和他变成了朋友。后来他当了北大校长，

他们仍是很好的朋友。丁石孙还在“五七干校”做过饭。那时他天天挑着担子去买

菜，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或是好吃一点的东西，他会非常高兴。因为做饭本身

与自己遭受的不公平是两回事。所以，只要让他做一点事，丁石孙就要认真地把

它做好，并且能够从事物本身当中寻找到乐趣。

丁石孙任教四十多年，并且担任过北大校长，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什么?他

说：“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喜欢钻研一些问题，不喜欢广泛

地吸纳；有的人却喜欢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博采众长；学习过程中有的人领悟

得快一点，有的人领悟得慢一点。但很难说，哪一种人将来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而不能规定。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学校也是大规模生

产，但学校输出的是人，因此不要管得特别死，要有较大的活动余地。这是培养

人才和繁荣学术非常重要的条件。”

关于理想，丁石孙坦率地说：“一个人只有年纪大了，才会发现，一生能做

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年轻人往往会很狂妄。我年轻时也非常狂妄，总想做点惊

天动地的大事。但狂妄、简单并不是什么坏事。有了这种冲劲，人才会进取。一

个人应该有理想，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很困难，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修改，

这样才可以在生活、工作当中成长起来。但是，不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变成一个没

有目的的人。”

丁石孙认为自己的教育思想部分地体现了北大的精神与风格，那就是尊重

人，尊重人的成长和自由发展。追求民主，追求科学，一百年来，这种精神已经

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为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相信，这种精神

必将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丁石孙担任北大校长时期，因为食堂伙食不好，经常有人打电话来把他骂

一顿。有的人还寄来饭票，告诉他，你该到某某食堂去吃一顿饭。他意识到，如



果吃饭问题不解决好，老师、同学的工作和学习就不可能安定。他说，“你想他

们一天要去食堂三次，如果每顿饭都生气，那么迟早有一天要发泄到某一个地方

去。”于是，他专门调了两个能干的人，主抓学校食堂工作。丁石孙几乎每天都

要花一两个小时与他们商量办法，和食堂管理员一起开会，他对他们说，我是有

经验的，我是烧过饭的。半年以后，学校食堂体制变了，饭菜质量也有了显著提

高，老师同学都很满意，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有时有的同学把个人问题、国家问题想得太简单，丁石孙就把这半年的体会

说给他们听。在北大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要推动一点改革，都要花费那么多的力

气，说服很多人，何况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同学们很喜欢和他谈话，他尽量把自

己的个人体会，把自己的成长道路展现在学生面前，供学生参考。他说：“一个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机遇，但每个人在机遇面前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我

们认为这些选择都来自于自己的主观愿望，但是当你对生活的了解越来越深刻，

你就会发现，外界的客观因素其实对你影响很大，有时甚至超过了个人的主观因

素。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不要以为你现在学的是数学，就会干一辈子。很

多时候，时间环境发生了变化，你就不得不随之变化。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个人

努力与时代需要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只有在整个时代获得发展的大前提下，个人

的充分发展才更具备条件与可能。”

面对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丁石孙认为存在两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高校教育工作者虽然是做教育工作的，但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教育者

教训人的位置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就好像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替他们解决一

系列他们将来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明显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强得多。

他批评高校教育工作者过去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总认为自己年纪大一点，所

以就更正确一点，懂得的东西更多一点，老想给年轻人规划出一条思想路线，规

划出碰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办法，这会使得教育失败。为此，他指出：“现在，

科技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科学技术膨胀，知识的量越来越大。量大好办，我就教

给学生，让学生多掌握这些知识。而发展速度快将意味着今天教的知识也可能半

年后就没用了。我们应该预见到这一情况。当前人们谈得最多的是计算机。从



1946年至今，新的软硬件不断更新换代，让人目不暇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那么我们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才能适应这个发展速度呢?”

第二，世界变得如此之小，高校教育工作者相互了解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江

泽民同志在北大开座谈会时，季羡林老先生就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这是

有远见的。

他解释说：“世界是小了，所有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别非常之大，

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地去了解别人，学习别人，而不是简单地照搬?首

先应该是互相了解，互相比较。这样一来，人文学科在这方面就大有作为了。费

孝通老先生作为社会学的大家，曾多次强调说了解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面远远超出我们的专业范围。当然，这里

面还有一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知识的关系的问题。这其实是很久以来就提出来的

一个问题。”

文革是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一次巨大冲击，当时有一句口号是：我

们要培养能力而不是培养知识。其实这句话本身也有道理，只不过是走了极端，

因为能力是离不开知识的，你没有一定的知识就谈不上能力，但二者之间仍有区

别。过去我们培养的是所谓专门人才，比较重视知识，花大量时间把人培养成了

一进工厂就能开机器的人。现在不行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打好基础，

选择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教给学生。年轻人掌握了这个法宝，将来既能创新又能有

较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是更加重要的。知识面太窄不行，需要宽一点，“通

才”教育是必要的。

关于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丁石孙觉得是它的“大规模”。“大规模”的

教育有点像大生产，可是人不是产品，培养人是不应该用一个模式的，应该因人

而异，因材施教。但处在大规模生产式的教育体制下，你怎么才能做到既有统一

的规则，又照顾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呢!尤其是对小孩，搞得不好

有些人才可能就被“淘汰”了。他以自己为例说：“我是搞数学的。可是一直到高

中，我的数学题大都没做过，平面几何题也都是抄的。那时我从来没想过我在数

学方面有什么才能，老师也不认为我会成为数学家，以我高中的成绩，我根本就

进不了数学系。可是后来，我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就开窍了。这并不是说我有

什么特殊才能，而是想用我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很难仅从年少时的表现就确定今



后的道路。我现在 70多岁了，回过头来看，人生很多事情，你想事先都设计好

是不可能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得越多，想得越周到，创造性就越少。”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经常谈论，说有些国家培养的学生在一些方面创

造力比我们的学生强。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太绝对，我们的学生不一定就

不如人家。但是，我们的学生想得太多，设计得太多，总想把什么都安排好，却

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国外的学生有什么比我们优越的话，我想，还在于

他们有比较多的自己做出选择的机会，而我们的学生几乎不能选择什么，甚至你

什么时候该念什么都被设计好了。总之，培养青少年的创造力是没有一个现成的

公式的。作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对创造性怎样培养的问题好好分析、探讨，尊

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千万不可又因为过分的设计而走向歧途。”

摘自《北大的校长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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